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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双碳”战略背景下，关注数字经济减碳效应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引入社会化服务角度，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期为依靠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和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路径会间接影响该抑制作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确实存在滞后效应，对将来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仍存在较强抑制效果；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由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增强，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提出要提升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时间红利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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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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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emission peak strategy of China,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impact of carbon reduc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sing China's region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0, it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zed services,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a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nd portrays the dynamic eff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both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ow-carbon and the goals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emission peak by relying on the digital path, and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it will be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oes have a lag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it still has a strong inhibitory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reg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other provinces;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reducing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s been enhanced from backward area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showing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t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digitization level of relevant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time divide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and other rela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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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稳社稷，粮安天下。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 828.5亿 kg，实现连续4年增产[1]。然而在取得如此显著成绩的同时，高强度农业化学品投入边际效益开始下降，农业碳排放速度加快，预测到2050年农业将成为最大碳排放源之一[2]，这势必会对中国粮食生产、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绿色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鲜明底色。继2015年国家开始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计划以及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亦明确了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目标。而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金书秦等[3-4]、Gao[5]等的研究显示，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能够依托无人机、区块链和智联网等底层科技将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促使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不断为农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贡献数字力量。包括梁琳[6]、黄永春等[7]、牛亚丽[8]、张林等[9]、姜长云[10]、温涛等[11]、钟文晶等[12]众多学者的研究已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带动农民消费增长、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融合，还能够使地区畅享数字经济红利，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数字农业转型。随着美丽中国生态建设理念普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广受业界和学术界关注。
1 文献简述
已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对于经济整体运行的影响。Kapoor[13]、Bauer[14]、荆文君等[15]、张勋等[16]、丁志帆[17]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Liu 等[18]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展。Vargo等[19]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以服务用户和消费者为发展重心及向导的商业创新模式兴起。Goldfarb等[20]、温珺等[21]指出数字经济引领数字经济活动发生“五低”（低搜索、低复制、低运输、低追踪、低验证）成本的变革，显著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二是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就业、消费、金融、贸易以及产业结构等领域均有显著影响。胡拥军等[22]研究发现，针对就业和劳动力需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创造和替代双重效应。马香品[23]、张峰等[24]、汪旭晖[25]、焦勇等[26]、林宇豪等[27]的研究分别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是引发居民消费变迁、拓宽电商产业价值链的渗透广度和深度、赋能制造业转型以及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就对环境改善的影响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能源结构和实现技术进步抑制碳排放[28]，但 Strubell等[29]、Henderson等[30]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也可能引致更多的碳排放量，对环境造成威胁。
已有关于农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碳排放的测算和影响因素两方面。关于农业碳排放量的测算，West等[31]测算出了化肥、农药、农田灌溉以及种子生长全过程中的单位碳排放量；贺亚亚[32]在测算湖北省1995至2011年间农业碳排量的基础上，系统描述了碳排放总量变化特征；李波等[33]和王才军等[34]基于农业投入视角研究了农业碳排放发展现状及时序演变规律；田云等[35]在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的测算中发现，近年来农业碳排放强度呈持续下降态势。关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贺青等[36]、张颂心等[37]、马九杰等[38]、刘琼等[39]、杨晨等[40]已有研究从产业集聚、科技进步、农业保险、农地规模、政府政策等多个角度研究其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其中张颂心等[37]实证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Berhanu等[41]研究发现气候智能农业（CSA）技术能够减少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
已有关于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研究多聚焦在城市碳排放方面，鲜有提及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在零星的研究中，主要从精准农业、数字金融、减碳机制等视角直接或间接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具体来说，刘海启[42]从精准农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减少农业碳排放；程秋旺等[43]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刘震等[44]通过构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考察了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田红宇等[1]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粮食种植统计数据，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的减碳机理。遗憾的是，现有相关研究关注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减碳效应研究还不多，且大多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无法准确科学评估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相关研究结论共同表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势必能够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既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较少关注数字经济减碳效应在农业领域的影响；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缺乏对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背后机制的探讨；第三，从研究维度来看，缺乏从时空两个维度全面系统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伴随着数字乡村战略加速推进，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减排效应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0－202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时空效应，尝试从社会化服务角度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间接影响路径，以及从时空两个维度全面系统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期为依靠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和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
2.1  直接影响机制
田红宇等[1]、韩晶等[45]、蔡跃洲等[46]的研究表明，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引发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直接对农业产生减碳作用。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农业生产体系，通过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优化重组要素配置格局，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对农业碳排放产生作用；同时，数据要素能够突破传统要素供给约束，缓解农业资源要素错配程度[47]，并通过海量数据分析破解传统生产要素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起到降低农业碳排放效果。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赋能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48]，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绿色属性，通过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蓄水池效应实现农业碳减排[45]。例如，将区块链、智联系统、传感技术等先进科技手段嵌入农业生产各个过程，农户不仅能够更精确地把控农业生产、规范农业化学品及肥料的投入施用，同时依托信息通信技术，能够为农户提供符合标准的低碳肥和有机肥，提高农户甄别生产要素好坏的能力，减少劣质生产资料使用；此外，依托无人机设备，能够智能监测农作物生长环境，基于实时传感和历史数据判断农作物最宜生长条件及化学品施用量，精准把控生产要素投入，从根本上减少对农业化学品的依赖。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3.2  间接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渠道间接实现。具体地，数字经济发展依托数据技术优势与传统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49]，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依托终端服务网络和信息平台等数字技术，优化农村“互联网+服务”治理模式，强化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借助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优势，实施标准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搭建智慧化流通物流体系，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和流通体系；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农业传统经营方式，直接减少碳排放[50]。例如，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购买测土配方仪、秸秆粉碎收割机等专业化绿色生产器械，为农户提供科学绿色的生产服务；也能够进行统一规划设计、整合零碎土地，提高农业机械生产效率[51]，减少无谓碳排放；同时，针对化学品使用、机械燃油和灌溉用电等方面对农户进行经营指导和深度培训，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兼顾质量[52]，减少额外碳排放。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间接对农业碳排放产生负向影响。
3.3  时间动态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持续过程，涉及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服务能力、研发投入等多个方面，需要一定时间统筹规划。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加持，然而技术创新、研发和推广过程存在较长的周期性[53]，导致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难以在农业碳排放领域快速显现，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作用路径面临投入资金缺乏、科技人才匮乏、科技研发不足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挑战[22]，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需要更长调整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逐渐为农业绿色发展全方位赋能，经过研发投入、技术改进、创新突破等优化升级，精准匹配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并依托农业大数据平台，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实现精准施肥与节水省肥共赢[6]，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碳减排效用。为此，考虑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中介作用的历时差异，与短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减少农业碳排放作用有限，可初步判定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3.4  空间溢出效应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距离越近，要素流动效率越高、联系越紧密，邻近地区在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54]。韩峰等[55]利用城市数据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城市碳排放水平有显著提升作用。吴伟平等[56]利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存在明显空间效应，并表现出共生性形态。实际上，程秋旺等[43]、刘婧玲等[57]、徐维祥等[58]、王军等[53]的研究均证明了，数字技术发展对地区农业碳排放亦具有明显空间效应。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就是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增强地区间活动的关联性和渗透性[57]。数字经济发展以先进数字技术为依托，必然能够降低资源禀赋的时空壁垒、拓宽城市间沟通交流渠道、加快城市间知识和技术共享频率，使地区间空间互动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强区域之间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为此，初步预期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农业碳排放强度（）。参考邓明君等[59]、李波等[60]的研究，用单位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碳排放总量并取对数表示。其次，对6类碳源（具体见表1）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其总和即为农业碳排放总量（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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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表示第i类碳源的碳排放量；表示第i类碳源的绝对量；表示第i类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另外，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农业碳源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反映结论的可靠性，对上述6类碳源的碳排放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1），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均以当年实际值为准。
表1  农业碳排放碳源及其系数
	碳源
	碳排放系数
	参考来源

	化肥投入
	0.895 6 kg·kg−1
	West等[31]、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药施用
	4.934 1 kg·kg−1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膜覆盖
	5.180 0 kg·kg−1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

	机械耗能
	0.592 7 kg·kg−1
	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IPCC）

	土壤耕作
	312.600 0 kg·km−2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与技术学院

	灌溉用电
	25.000 0 kg·hm−2
	Dubey等[61]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鉴赵涛等[62]、刘军等[63]、郭峰等[64]、黄群慧等[65]、渠慎宁等[66]多位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结合数据科学性和可获得性选择，选用互联网使用情况、互联网相关产出以及数字金融普惠发展3个方面描绘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互联网使用情况用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上网人数等指标衡量；互联网相关产出用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指标衡量；数字金融普惠发展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标衡量。最后，选用可以减小评价指标间相关影响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尽量避免指标信息重叠造成的结果偏差。
（3）其他变量。中介变量包括社会化服务水平（）。参考 Chen等[50]的研究成果，选择生产与机械服务、信息与科技服务、金融与流通服务3个指标作为社会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运用熵值法求解各指标权重，并测度各区域社会化服务综合水平指数。控制变量方面，考虑到农业碳排放受其他因素影响，参考已有文献研究经验，选取各地区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等相关指标，包括农作物种植结构（）、产业结构（）、农业受灾率（）、财政支农水平（）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反映产业发展、受灾情况、政府支持以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对区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3.2  模型构建
首先，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直接影响机制构建如下基础模型：
 =+         （2）
式（2）中：表示相关控制变量；表示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和表示分别控制了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路径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间接影响，参考Wen等[67]的研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           （3） 
=+     （4）
式（3）（4）中：代表中介变量；若 、、回归系数均显著，且与回归系数相比数值减小，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满足以上条件，且模型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的时间动态效应，借鉴赵云鹏[68]和刘婧玲等[57]的做法，将式（2）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期处理，以便观察当期数字经济发展对未来几期的区域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       （5）
式（5）中：表示变量的滞后期数。
为了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全面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参考许和连[69]和赵涛等[62]的研究，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发展、农业碳排放强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如下：
=+（6）
式（6）中：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和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弹性系数。
此外，为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两种方法进行回归。
3.3  数据来源
将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EPS数据库等。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补充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各省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邻近均值法或均值法补充。
如表3所示，农业碳排放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但各地区间是否真正存在差异还有待考究。此外，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为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存在，选用左边单侧检验（LLC检验）和面板平稳性检验（LM检验）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大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面板数据较为平稳，因而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数/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LC
	Hadri LM

	
	341
	5.093
	0.351
	3.605
	5.853
	−8.345***
	17.335***

	
	341
	2.300
	1.000
	0.057
	5.286
	−4.010***
	16.503***

	
	341
	0.115
	0.053
	0.031
	0.437
	−4.684***
	16.191***

	
	341
	0.651
	0.137
	0.355
	0.971
	−9.384***
	19.383***

	
	341
	0.489
	0.091
	0.325
	0.837
	−7.951***
	18.746***

	
	341
	0.154
	0.116
	0.005
	0.618
	−16.810***
	20.501***

	
	341
	0.116
	0.033
	0.041
	0.204
	−9.007***
	18.445***

	
	341
	9.284
	0.4553
	8.138
	10.46
	−6.170***
	18.124***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4所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加入控制变量未引起估计系数方向变化，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充分印证了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H1成立。农业种植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虽不显著，但为负，表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和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正向，可能的原因是地区产业发展和农作物受灾会对农户生产进行干扰，受利益最大化驱使的农户可能会相应增加农业生产要素能源等投入，则容易造成碳排放强度提升。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数字经济发展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尽可能缓解模型存在的偏误问题。表4的回归结果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为稳健起见，进一步用万元地区农业生产总值的碳排放总量对数表示碳排放强度替换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4  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
	
变量
	

	
	固定效应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基础模型
	加入控制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0.064***
	−0.063***
	−0.111***
	−0.066***

	
	(−2.71)
	(0.02)
	(−3.14)
	(−2.65)

	
	
	−1.582***
	0.181
	−1.565***

	
	
	(−11.81)
	(0.78)
	(−10.97)

	
	
	0.298
	0.737**
	0.443**

	
	
	(1.50)
	(2.13)
	(2.02)

	
	
	0.046
	0.169**
	0.017

	
	
	(0.99)
	(2.10)
	(0.36)

	
	
	−0.673**
	0.825
	−1.008***

	
	
	(−2.10)
	(1.48)
	(−3.01)

	
	
	−0.061
	−0.562***
	−0.076

	
	
	(−0.60)
	(−3.18)
	(−0.6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6.338***
	7.840***
	9.882***
	7.989***

	
	(202.29)
	(8.59)
	(6.24)
	(7.93)

	C_D Wald
	
	
	
	448.125

	
	
	
	
	（<0.001）

	Anderson LM
	
	
	
	173.378

	
	
	
	
	（<0.001）

	N/个
	341
	341
	341
	310

	R-squared
	0.263
	0.507
	0.82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Z值。下同。

此外，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碳源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分别对6类不同碳源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数字经济发展对6类农业碳源碳排放强度基本上均为显著负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说明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5  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各类农业碳源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变量
	

	
	化肥投入
	农药施用
	农膜覆盖
	机械耗能
	土壤耕作
	灌溉用电

	
	−0.010 90***
	−0.001 37
	−0.002 32*
	0.006 86***
	−0.000 30***
	−0.000 08

	
	(0.003)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0.853***
	0.121**
	−0.066
	0.092
	0.011***
	0.025***

	
	(0.130)
	(0.056)
	(0.059)
	(0.080)
	(0.002)
	(0.005)

	N/个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R-squared
	0.848
	0.613
	0.544
	0.532
	0.772
	0.717



4.2  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以上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社会化服务路径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影响，基于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化服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技术融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估计系数值比未加入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小，说明了社会化服务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使用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H2成立。
表6  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
	变量
	
	

	
	未加入
	加入
	

	
	−0.062 8***
(0.020)
	−0.057 7***
(0.020)
	0.019 1***
(0.007)

	
	
	−0.268 0*
(0.162)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7.840***
(0.913)
	7.695***
(0.914)
	−0.539
(0.327)

	Sobel test
	
	−1.096***
(0.361)

	N/个
	341
	341
	341

	R-squared
	0.507
	0.512
	0.425



4.3  时间动态效应检验
依据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滞后效应，为此，进一步使用动态分析，即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变量的滞后期，考察当期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未来几期内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将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当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如表7所示，模型（1）至模型（3）分别报告了在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当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模型（4）至（6）分别报告了在控制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后当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呈抑制作用，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不仅对当期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效应，对将来各期仍存在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特点，在前期，由于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因素造成其对农业碳排放的降低作用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发展不断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有效利用[57]，通过滞后效应和逐年叠加效果，逐渐实现显著降碳效果。H3得到验证。
表7  样本变量的时间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0.073***
	
	
	−0.063***
	
	

	
	(0.023)
	
	
	(0.020)
	
	

	
	
	−0.087***
	
	
	−0.065***
	

	
	
	(0.026)
	
	
	(0.025)
	

	
	
	
	−0.056*
	
	
	−0.048

	
	
	
	(0.030)
	
	
	(0.029)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6.533***
	6.919***
	8.064***
	7.840***
	8.211***
	8.788***

	
	(0.396)
	(0.493)
	(0.583)
	(0.913)
	(0.999)
	(1.170)

	N/个
	341
	310
	279
	341
	310
	279

	R-squared
	0.265
	0.295
	0.331
	0.507
	0.513
	0.522



4.4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首先，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法对关键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只有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才能进行后续空间计量分析。Moran’s I指数的值介于−1和1之间，若相对应P值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则表明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空间自相关性。由表8可知，2010－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指数虽有波动，却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可初步判定相邻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可能存在高高低低的空间互动。为此，进一步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表8  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2010
	0.304
	0.004
	0.076
	0.001
	0.428
	<0.001
	0.089
	<0.001

	2011
	0.313
	0.003
	0.073
	0.001
	0.406
	<0.001
	0.077
	0.001

	2012
	0.287
	0.006
	0.057
	0.007
	0.386
	<0.001
	0.073
	0.002

	2013
	0.247
	0.016
	0.046
	0.017
	0.375
	0.001
	0.071
	0.002

	2014
	0.211
	0.031
	0.037
	0.030
	0.356
	0.001
	0.067
	0.003

	2015
	0.214
	0.030
	0.033
	0.040
	0.349
	0.001
	0.061
	0.005

	2016
	0.232
	0.019
	0.041
	0.022
	0.334
	0.002
	0.063
	0.004

	2017
	0.221
	0.025
	0.039
	0.025
	0.332
	0.002
	0.044
	0.022

	2018
	0.164
	0.079
	0.022
	0.083
	0.290
	0.006
	0.035
	0.043

	2019
	0.196
	0.039
	0.036
	0.028
	0.287
	0.007
	0.036
	0.041

	2020
	0.226
	0.018
	0.066
	0.001
	0.273
	0.010
	0.033
	0.050



为了准确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具体作用方向和程度大小，首先通过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空间效应类型，以便选择模型形式，得到LM-Lag检验、Robust LM-Lag检验、LM-Error检验与Robust LM-Error检验的LM值分别22.715、26.667、16.981和20.934，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研究样本具有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双重效应，故考虑使用包含两种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其次，进行估计方法选择，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并分别对样本进行豪斯曼检验，综合考虑选择固定效应作为3种模型的估计方法。最后，进行似然比（LR）检验，以避免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可得Wald(lag/error)和LR(lag/error)值分别为53.3、59.45、49.76和54.95，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两个退化的原假设，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是较优选择。因此，最终使用固定效应的SD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9报告了基于邻接矩阵的模型估计结果，观察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值，且在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本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越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值，且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支持了H4。
表9  样本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SAR
	SEM
	SDM

	
	−0.068***
(−3.64)
	−0.067***
(−3.53)
	−0.078***
(−4.22)

	
	−1.537***
(−12.40)
	−1.523***
(−11.43)
	−1.588***
(−13.27)

	
	0.348*
(1.90)
	0.363*
(1.86)
	0.556***
(2.99)

	
	0.047
(1.11)
	0.049
(1.15)
	0.022
(0.54)

	
	−0.722**
(−2.45)
	−0.751**
(−2.57)
	0.025
(0.08)

	
	−0.014
(−0.14)
	−0.038
(−0.41)
	−0.011
(−0.10)

	W×
	
	
	−0.074***
(0.05)

	W×
	
	
	0.557**
(2.25)

	W×
	
	
	1.558***
(3.68)

	W×
	
	
	0.045
(0.52)

	W×
	
	
	−1.205**
(−2.4)

	W×
	
	
	0.502***
(3.06)

	Rho/Lambda
	−0.186**
(−2.56)
	−0.108
(−1.17)
	−0.138*
(−1.79)

	Sigma2_e
	0.004***
(13.02)
	0.004***
(13.04)
	0.003***
(13.03)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LR(lag/error)
	49.76***
	54.95***
	

	Wald(lag/error)
	53.30***
	59.45***
	

	Log-likelihood
	472.079
	469.482
	496.958

	Observations/个
	341
	341
	341

	R-squared
	0.228
	0.180
	0.198



4.5  异质性分析
（1）区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以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均值为划分标准，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将31个省份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10个省份）、经济发展中等地区（11个省份）以及经济落后地区（10个省份）1）3个子样本，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负向影响，且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下均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地区农业碳减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符号方向甚至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地区内部“数字鸿沟”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54]，信息不对称现象依旧严重，难以发挥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溢出效应。
表10  区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发达地区
	中等地区
	落后地区

	
	−0.089**
	−0.102***
	0.011

	
	(−2.45)
	(−3.52)
	(0.24)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5.738**
	0.954
	2.251

	
	(2.62)
	(0.58)
	(1.21)

	N/个
	110
	121
	110

	R-squared
	0.709
	0.606
	0.698



（2）区分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易受粮食生产功能区影响，不同功能区在农业种植结构、生产方式和农药施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且粮食主产区的种植结构“趋粮化”会增加粮食生产量比重，影响化学品投入水平，改善传统粗放、高碳生产模式，进而影响农业碳排放[47]。为此，将31个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13个省）与非粮食主产区（18个省）2）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1所示，在非粮食主产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非粮食主产区农业碳减排效果更好；在粮食主产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粮食主产区具有明显的“趋粮化”特征，较高比例种植粮食作物极易引致农业碳排放总量增加，进而抵消数字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47]；加之数字技术推广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提升需要一定时间，在早期由于“弱势群体”排斥心理会导致居民的“数字鸿沟”扩大，数字技术推广受限，只有到数字技术推广中后期农业碳减排效应才能呈现[50]，故数字经济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效果不显著。
表11  区分粮食产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粮食主产区
	非主产区

	
	−0.017
	−0.077**

	
	(−0.64)
	(−2.49)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3.707***
	8.685***

	
	(3.20)
	(6.97)

	N/个
	143
	198

	R-squared
	0.737
	0.524



5  结论与建议
为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低碳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影响，加速实现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本研究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影响机制及其时空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经济发展水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引入工具变量等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且通过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可以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2）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确实存在滞后效应，尤其对未来第2期的区域农业碳排放强度抑制作用最强；（3）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4）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中等和发达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强度不能发挥显著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深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数字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2）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时间红利，形成技术“蓄水池”的规模效应，鼓励和引导农业经营者尽早采取新型绿色低碳农业数字技术进行生产。（3）加强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缩小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差异性，高质量实现空间上信息互联互通，让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和规模效应在农业碳减排中发挥更多作用。（4）重视经济落后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数字化技术的普惠性和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进而减少农业碳排放。


注释：
1）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湖北；经济发展中等地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四川、江西、湖南、海南、陕西、宁夏、新疆；经济落后地区包括：河北、吉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山西、甘肃、黑龙江、青海。 
2）粮食主产区：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内蒙古、山东、四川、安徽；非粮食主产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新疆、山西、宁夏、青海、陕西、甘肃、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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